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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使用１９８２年、１９９０年、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１０年四次中国人口普查数据，

采用详尽、统一的职业分类系统，探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职业的性别隔离

水平变化趋势及其原因。研究发现，全部职业的性别隔离程度自１９８２年至今

持续上升。非农职业的性别隔离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从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开始提高，自１９９０年以来不断下降。本研究明确区分了职业结构的变化和性

别构成的变化对职业性别隔离的影响，后者对理解性别不平等更有实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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狅犮犮狌狆犪狋犻狅狀犪犾犵犲狀犱犲狉狊犲犵狉犲犵犪狋犻狅狀犻狀犆犺犻狀犪狑犺犻犾犲狋犺犲狀狅狀犪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狊犲犮狋狅狉犺犪狊犻狀

犳犪犮狋狑犻狋狀犲狊狊犲犱犪犱犲犮犾犻狀犲犪犳狋犲狉犪狀犻狀犻狋犻犪犾犻狀犮狉犲犪狊犲犳狉狅犿１９８２狋狅１９９０．犜犺犲狅狏犲狉犪犾犾

犻狀犮狉犲犪狊犲犻狊犾犪狉犵犲犾狔犱狌犲狋狅狋犺犲犮犺犪狀犵犲狊犻狀狅犮犮狌狆犪狋犻狅狀犪犾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犻狀犆犺犻狀犪狑犺犻犾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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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普遍实施，中国社

会进入前所未有的变革，这激发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市场转型与社会分

层的关系的研究，“市场转型与性别平等”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关

于中国市场转型与性别平等的关系问题，目前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

点。一种观点是，市场化推动了性别平等的进程，性别这一先赋性因素

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会减弱。比如，在中国农村，改革被认为是为女性

提供了非农就业的机会（犕犪狋狋犺犲狑狊犪狀犱犖犲犲，２０００；犕犻犮犺犲犾狊狅狀犪狀犱

犘犪狉犻狊犺，２０００）。另一种观点认为，市场化强调效率优先，女性在计划经

济时期受到的制度性保护逐渐消失，结果是加深了性别的不平等，导致

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被边缘化。许多研究都将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

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和男女收入差距归因于从再分配经济到市

场经济的制度变迁（犘犪狉犻狊犺犪狀犱犅狌狊狊犲，２０００；犛犺狌犪狀犱犅犻犪狀，２００３；潘锦棠，

２００２；王天夫等，２００８）。然而，市场转型对性别不平等的影响并不只是

体现在这些方面，职业性别隔离同样是衡量劳动力市场性别不平等的

重要指标之一。职业性别隔离（狅犮犮狌狆犪狋犻狅狀犪犾犵犲狀犱犲狉狊犲犵狉犲犵犪狋犻狅狀）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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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因性别不同而被分配、集中到不同的职业和工作中（犌狉狅狊狊，１９６８）。

职业性别隔离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这是犚犆２８１在回顾和总结５５年来社

会分层与流动领域得出的１９条经验之一（犎狅狌狋犪狀犱犇犻犘狉犲狋犲，２００６）。

职业性别隔离不仅是男女收入不平等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之一，甚至远

远大于同工不同酬的作用，同时还会对在职培训、晋升机会、生活方式

等方面产生一系列非经济影响（犆犺犪狉犾犲狊犪狀犱犌狉狌狊犽狔，２００４；犈狀犵犾犪狀犱，犲狋犪犾．，

１９８８；犈狀犵犾犪狀犱，１９９２；犘犲狋犲狉狊犲狀犪狀犱犕狅狉犵犪狀，１９９５；犜狉犲犻犿犪狀犪狀犱犎犪狉狋犿犪狀狀，

１９８１）。通常来说，那些女性比例越高的职业，收入水平越低，提供的培

训、晋升等资源和机会也越少。也就是说，职业性别隔离的程度越高，

表明男女在不同职业类型中的分布愈加不均衡，收入和许多非经济资

源的分布愈加不平等。

１．犚犆２８是国际社会学学会（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犃狊狊狅犮犻犪狋犻狅狀）下属的社会分层与流动研

究委员会（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犆狅犿犿犻狋狋犲犲狅狀犛狅犮犻犪犾犛狋狉犪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犛狅犮犻犪犾犕狅犫犻犾犻狋狔）。它是该学会的第

２８个研究委员会（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犆狅犿犿犻狋狋犲犲２８），故简称为犚犆２８。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有一系列研究开始讨论不同国家中

的职业性别隔离。近几年来，中国的职业性别隔离现象也开始受到关

注，相关研究围绕中国市场转型下的性别不平等问题，主要讨论自改革

开放以来职业性别隔离的水平及其变化趋势（犛犺狌，２００５；蔡禾、吴小平，

２００２；李春玲，２００９；吴愈晓、吴晓刚，２００８；易定红、廖少宏，２００５；

张成刚、杨伟国，２０１３）。在现有对中国职业性别隔离的研究中，我们同

样看到了不同取向的结论。比如，蔡禾和吴小平（２００２）分析了１９８５—

２０００年中国的职业性别隔离状况，认为职业性别隔离程度正在提高，

性别隔离的职业种类也在增加，其中对女性隔离的职业数量多于对男

性隔离的职业数量；李春玲（２００９）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发现１９８２—

２００５年中国的职业性别隔离总体上呈下降趋势。

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自开始进入市场转型阶段至今，中国的职业

性别隔离的真实水平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为了更准确、更可靠地回

答这个问题，我们回顾了结论相悖的已有研究，发现导致其结论相悖的

主要原因首先是在方法上存在严重的缺陷：职业类别划分过于笼统

（吴愈晓、吴晓刚，２００８）。在进行职业性别隔离的历时性比较时，必须

处理至少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为了具有可比性，需采用统一的职业分类

系统；二是职业分类体系要尽可能的详细，因为职业类别越详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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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的隔离指数才越接近真实的情况（犅犻犲犾犫狔犪狀犱犅犪狉狅狀，１９８４；犑犪犮狅犫狊，

１９８９）。目前，大多数关于中国职业性别隔离趋势的研究并不能很好地

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例如，蔡禾和吴小平（２００２）是通过１９８５年的

４９种职业、１９９０年的５１种职业和２０００年的４４种职业的数据来分别

计算当年的隔离指数；李春玲（２００９）采用１９８２—２００５年合并、统一后

的７３种职业，得出的却是完全相反的结论。值得一提的是，吴愈晓、

吴晓刚（２００８）的研究克服了这一不足，计算得到了１９８２—２０００年中国

城镇劳动力市场的职业性别隔离指数，发现非农职业的性别隔离水平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呈上升趋势，而在９０年代不断下降。除了方法上的

不足，已有的研究还没有区分职业性别隔离两类性质的影响因素：一是

来自职业性别准入或两性职业选择的真实变化；二是结构效应，即职业

规模和构成的变化。换句话说，职业性别隔离水平的变化主要有两个

来源：一是职业内部的性别构成，二是不同职业类型的规模（犅犾犪狌犪狀犱

犎犲狀犱狉犻犮犽狊，１９７９）。职业性别隔离的历时性比较必须要基于对社会和

历史趋势的准确把握，尤其是劳动力结构的长时期变化。最后，中国正

处在剧烈的社会转型期，尽管女性的社会地位提升已取得重大进步，但

经济领域的性别不平等仍然存在，特别是在近十几年来还出现女大学

生就业难和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率大幅下降等新的问题，但目前尚未有

研究关注到将近几年职业性别隔离的变化。因此，我们有必要关注劳

动力市场中性别不平等的最新状态及其持续性变化。

基于此，本文将首先回顾关于职业性别隔离变化的主要解释，并提

出在中国情境下的分析思路和研究假设。然后使用１９８２年、１９９０年、

２０００年与２０１０年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采用有效的测量和计算，克服

已有研究的不足，验证从中国经济改革开始至今的职业性别隔离水平

及其变化趋势，为检验一些竞争性的理论解释提供更加全面、可靠和准

确的经验支持。

二、职业性别隔离的理论争论和研究假设

近几十年职业性别隔离的变化是发生在中国深刻的社会转型中一

个复杂的过程，同时受到经济、文化和社会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本文

将回顾和讨论职业性别隔离变化的四种主要机制：从再分配机制到市

场机制的过渡、教育获得性别差异的缩小、男女平等观念的深入和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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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的提高，以及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迁。

（一）从再分配机制到市场机制的过渡

在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是国家主导的再分配机制，劳动力的招收

和工资分配都由国家统一安排，“统包统配”“铁饭碗”“大锅饭”是对这

一时期用工制度的描述。在这一背景下，再加上政府鼓励和保障妇女

就业的制度和政策，就形成了女性不断扩大其就业领域，并与男性劳动

相融汇混合的特点（金一虹，２００６）。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后，为女性进入

劳动力市场提供保护机制的国家逐步退出，企业自主权增大，劳动力市

场配置的时代开始到来，这必然影响女性在劳动就业领域的地位。具

体来说，在效率优先的市场机制下，企业可能出于对女性有更多的家庭

责任的考量而偏好男性，女性在就业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企业通常

不会雇佣怀孕或有年幼子女的女性（犣犺犪狀犵，犲狋犪犾．，２００８）。最明显的

一个例子是，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中，女性面临

着更大的下岗风险，下岗工人中女性的比例超过７０％（王汉生、陈智霞，

１９９８）。与此同时，女性为了平衡家庭和工作，也可能主动选择那些对

人力资本要求较低和市场回报也相应较低的职业。一些有孩子的女性

会自愿退出劳动力市场（犘犪狉犻狊犺犪狀犱犅狌狊狊犲，２０００）。这些正是经济学领

域理性选择和统计歧视理论关于职业性别隔离形成的主要观点。一方

面，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与男性相比，女性通常会更看重家庭责任。作

为理性的个体，她们会倾向某些特定的职业———这些职业对从业者的

人力资本要求较低，初始工资高，既易于离开，又比较容易再次进入，对

女性中断就业的“惩罚”（狆犲狀犪犾狋狔）最小。也就是说，女性“理性”地选择

了某些职业，以达到合理分配时间和精力的目的，从而形成职业的性别

隔离（犘狅犾犪犮犺犲犽，１９８１；犣犲犾犾狀犲狉，１９７５）。另一方面，雇主在招募雇员时，

会有意或无意地根据其以往的经验，使用包括性别在内的有关特征来

判别应聘者的生产力，从而将女性安排在某些特定的职业，如一些事务

性的工作（犘犺犲犾狆狊，１９７２）。一般而言，男性和女性的表现和优势在不同

的领域被认为是不同的。比如，在语言能力、手指灵敏度、人际交往技

巧，以及在单调、重复的工作环境下的耐力等方面，女性的表现更为优

秀，男性在计算能力、空间感觉、上肢力量等方面的表现比较优秀

（犅犻犲犾犫狔，２００１）。在此，雇主遵循的是统计学（大多数）原则，即一种理

性的“统计性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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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中国的市场转型中，当政策性和强制性的平等让位于市场

竞争后，劳动力市场机制就推动了两性职业的分化，职业性别隔离程度

随之上升。舒晓玲（犛犺狌，２００５）的研究发现，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

深，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的职业性别隔离程度也不断提高。吴愈晓、吴晓刚

（２００８）也指出，在改革的第一个十年（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职业性别隔离

水平呈上升的趋势。据此，我们可以提出假设：在中国市场化不断深化

的过程中，职业性别隔离程度将逐渐提高。

２．人力资本理论（犺狌犿犪狀犮犪狆犻狋犪犾狋犺犲狅狉狔）是经济学用来解释劳动力市场不平等的主流理论取向，

其重点是关注人力资本（主要包括教育、培训、工作经验等）对个体的劳动力市场结果、部门和国

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其中，教育与就业之间的正相关是人力资本理论的基本观点，即，个体的受

教育程度越高，在劳动力市场的预期收益越高，劳动参与的可能性越大（犕犻狀犮犲狉，１９７４）。

（二）教育获得性别差异的缩小

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一直都致力于提高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尤

其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

法》，开始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为基础教育提供了坚实的保障。１９９９

年的大学扩招政策使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张，高等教育机会显著增加。

２５—２９岁的人口中获得大学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从１９８２年的０．８％上

升至１９９０年的３．３％和２０００年的６．７％，２０１０年更高达２０．６％（犡犻犲，

犲狋犪犾．，２０１４）。同时，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逐渐缩小，最近甚至出现女

性超过男性的趋势（犜狉犲犻犿犪狀，２０１３）。教育获得通常被视为最主要的

人力资本因素。２根据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男女人力资本的差距会带

来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分化———女性的人力资本普遍低于男性，雇主在

利润最大化的驱使下将女性安排在一些对人力资本要求低、收入也低

的职业中，职业的性别隔离由此产生。伴随着中国女性受教育机会的

增加，特别是女性受教育层次的显著提高，女性的人力资本有了大幅度

增加，男女教育趋同，这些都有助于女性劳动力向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

职业流动。例如，李春玲（２００９）指出，职业性别隔离程度下降的一个主

要原因是女性劳动力向白领职业扩张，这是女性的受教育水平普遍提

高所带来的。而且，性别偏好有时候使雇主偏离了利润最大化的目标，

从长远来看，基于经济上的理性偏好，歧视会逐渐弱化（犅犲犮犽犲狉，１９７１）。

因此，随着中国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教育获得性别差异的缩小，职

业性别隔离程度会逐渐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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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男女平等观念的深入和妇女地位的提高

自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以来，知识分子开始批判父权制对中国女性的

压迫，探讨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和实现平等的途径。１９４９年以后，政府

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男女平等，特别是保护妇女权益的政策和法律法规。

国家将“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天”作为主流意识形态

推广，“三八女子带电作业班”“女飞行员”“铁姑娘队”等在各地纷纷出

现（谭深，１９９７）。这些不仅改变了社会对女性能力的评价，也在一定程

度上打破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拓宽了女性参与社会生

产的广度，她们尝试了许多过去没有从事过，甚至是传统上以男性为主

的生产活动（金一虹，２００６）。在改革开放之后，男女平等的观念更加深

入人心。２０１０年的第三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女性具有较强

的自信心和独立意识，８６．６％的人“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８８．９％的人

“在生活中主要靠自己，很少依赖他人”；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受到挑

战，８８．６％的受访者同意“男人也应该主动承担家务劳动”，其中女性为

９１．２％，男性为８２．０％（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组，２０１１）。

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伴随着中国快速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

社会文化和观念经历了从传统向现代的演化；二是西方妇女运动的影

响和女权主义的引入强烈冲击了中国的父权制和传统的性别观念；三

是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绝大多数家庭子女都是独生的，男孩和女孩在

父母的照看或教育投资等方面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因此更容易接

受和养成性别平等观念（犛犺狌，２００４；犛犺狌犪狀犱犣犺狌，２０１２；叶华、吴晓刚，

２０１１）。制度和文化的变化是社会学领域用来解释性别不平等变化趋

势的主要观点。社会化理论认为，社会通过各种手段教化个体有关性

别规范和相关的象征意义，而个体通过这一过程，学习和使用性别规范

及其象征。也就是说，我们所处的社会对男性和女性的性别角色有不

同的认知和定位，而这些观念、规范或制度通过长期的社会化得以强化

和维持。社会化促使男女产生不同的兴趣和观念，建构起不同的职业

期望，偏好某一性别类型职业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只教化个体与其性别

相对应的职业所需的技术，只提供关于某一性别类型职业的信息

（犚犲狊犽犻狀，１９９３）。于是，男性和女性带着这些偏好进入劳动力市场，选

择了不同的职业，性别隔离由此产生。与社会学理论一样，女权主义也

强调制度和文化的因素，不过它们将职业的性别隔离归结于父权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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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一方面，父权制强调男女在生育功能上的差异，以此迫使女性从

事无报酬的家务劳动；另一方面，女性的家庭责任进一步导致劳动力市

场中的性别不平等，即男性占据了高收入的职业，女性即便进入了劳动

力市场，往往也从事某些可以兼顾家庭但发展空间有限的工作，换句话

说，这些职业不过是家务劳动的延伸（犛狋狉狅犫犲狉，１９８４）。当男女平等观

念成为中国社会公众的主流意识，以及父权力量逐渐式微之后，妇女地

位会显著提高，男女的职业选择和职业流动也会随之改变，从而降低职

业性别隔离程度。

（四）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迁

职业性别隔离水平的变化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职业内部的性别

构成，二是不同职业类型的规模（犅犾犪狌犪狀犱犎犲狀犱狉犻犮犽狊，１９７９）。以上三

种解释围绕的是职业性别准入的变化对职业性别隔离的影响，也就是

通过具体职业内部性别构成的变动来说明职业性别隔离总体水平的变

化。如果职业的相对规模是固定的，那么职业性别隔离的变化可以基

于上述三种解释得以说明。但是，当职业的相对规模随时间变化时，隔

离程度还应当被看做是结构效应（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犪犾犲犳犳犲犮狋），即职业规模和

构成变化的结果。雅各布斯（犑犪犮狅犫狊，１９８９）指出，对于历史趋势的把握

是解释职业性别隔离变化的基础，最主要的是劳动力总体的特征。自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中国整个劳动力市场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主要是

经济改革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导致的结果，具体包括产业结构的调

整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时期，产业结构发

生了一系列变化。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呈现持续下降的

态势，从１９８２年的３３．４％骤降至２０１０年的１０．１％；第二产业的比重

略有波动，基本维持在４０％—５０％之间；第三产业则处于不断上升的

过程中，１９８２年的比重是２１．８％，到２０１０年翻了一倍，上升至４３．２％

（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１）。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第一

产业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自改革开放以后不断下降，从１９８２年

的６８．１％下降到２０１０年的３６．７％，而第二、三产业的就业人员持续增

加，分别从１９８２年的１８．４％和１３．５％上升至２０１０年的２８．７％和

３４．６％（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１）。与之相伴的是大量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

业和城市转移。２０１１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２５２７８万人，男性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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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占６５．９％，女性占３４．１％。制造业（３６．０％）、建筑业（１７．７％）、服

务业（１２．２％）仍然是农民工的主要就业领域。３通常来说，农业部门

的职业性别隔离程度要远低于非农职业的性别隔离，这是因为，在传

统的农业社区中，经济活动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展开的，男性和女性

都被纳入农业生产（犜犺狅狉狀狋狅狀，犲狋犪犾．，２００７）。此外，虽然工业化为女

性提供了非农就业的机会，但在农村劳动力的流入地，同样出现了分

性别的劳动力市场，以及相关的男性职业和女性职业，女性通常集中

在那些不需要技术、工作时间长和低工资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谭深，

１９９７）。可见，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带来了非农

职业规模的扩大和非农劳动力人口的增加，从而导致职业性别隔离

水平不断增高。

３．数据来源：２０１１年中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参见国家统计局网站：犺狋狋狆：／／狑狑狑．狊狋犪狋狊．

犵狅狏．犮狀／狕狋犼犮／狕狋犳狓／犳狓犫犵／２０１２０４／狋２０１２０４２７＿１６１５４．犺狋犿犾。

综上所述，关于中国市场转型以来职业性别隔离的变动趋势，我们

可以提出两类截然不同的假设。一方面，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强制性

的、政策性的平等主义让位于市场竞争，同时，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

农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

市转移，这些都导致职业性别隔离的提高。另一方面，男女教育趋同与

妇女地位的提高使职业性别隔离的弱化成为一种可能。固然，这些趋

势是截然相反的，不可能同时得到验证。也正是这些竞争性机制同时

起作用，才使不同的研究发现得以生存下去。本研究的主要目标就是

基于客观数据对不同的趋势及机制做出一个有依据的判断。此外，我

们还将明确区分职业结构的变化和性别构成的变化这两类性质的影响

因素，充分考虑职业结构的变化对职业性别隔离的影响，探索职业性别

隔离变化的原因。

三、数据和方法

（一）数据

本文使用１９８２年、１９９０年、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１０年的中国人口普查数

据中１６岁及以上在业人口在每一类职业中的性别分布。这样做是基

于两点考虑：第一，１９８２年至今的四次人口普查涵盖了中国几乎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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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转型的过程，使我们得以把握职业性别隔离的持续发展和最新状

态；第二，人口普查采用的是中国社会当时最详细的职业类别。正如前

文所述，职业类型越详细，计算得到的职业性别隔离指数就更接近于真

实的水平（犅犻犲犾犫狔犪狀犱犅犪狉狅狀，１９８４；犑犪犮狅犫狊，１９８９）。

但是，这有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四次人口普查使用的职业分类

系统是不同的。其中，１９８２年使用的是“１９８２年中国标准职业分类”

（犆犛犆犗１９８２），共２８９类职业，其中非农职业２６５类；１９９０年使用的是

“１９９０年中国标准职业分类”（犆犛犆犗１９９０），共３０６类职业，其中非农职

业２８３类；２０００年使用的是“１９９９年中国标准职业分类”（犆犛犆犗１９９９），

共４０８类职业，其中非农职业３７８类；２０１０年使用的是“２００９年中国标

准职业分类”（犆犛犆犗２００９），共４１０类职业，其中非农职业３８０类。因

此，我们有必要建构一个统一的、可比的职业分类系统。本研究是以

“１９９０年中国标准职业分类”（犆犛犆犗１９９０）为基准，经过归类之后，得到

的职业类别共计１８３类，其中非农职业为１７２类。４据此，我们生成一个

以职业为基本分析单位的数据库，主要变量包括每一个职业的总人数

和分性别的劳动力人数。需要说明的，采用哪一个职业分类系统为基

准进行归类并不会对隔离指数的计算结果产生显著的影响（犑犪犮狅犫狊，１９８９）。

４．我们以“１９９０年中国标准职业分类”（犆犛犆犗１９９０）为基准进行归类的基本原则是：尽可能保

留职业小类，得到一个统一的、可比的职业分类系统。其中，非农职业指的是除农、林、牧、渔、

水利业生产人员这一职业大类以外的所有职业，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和企事业单位负责

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生产人员，运输人员和有关人员，

以及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有需要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该职业分类系统。

（二）职业性别隔离的测量方法

１．隔离指数

职业性别隔离的测量一直是困扰研究者的问题。最主要的测量指

标是使用奥迪斯·戴德里·邓肯和贝弗莉·邓肯（犗．犇狌狀犮犪狀犪狀犱犅．

犇狌狀犮犪狀，１９５５）推荐的隔离指数（犻狀犱犲狓狅犳犱犻狊狊犻犿犻犾犪狉犻狋狔，犇）。其计算公

式如下所示：

犇＝１／２∑
狀

犻＝１

狘犠犻／犠 －犕犻／犕狘×１００

其中，狀 是职业的数量，犠犻 是职业犻的女性劳动力数量，犠 是女性劳

动力总数，犕犻 是职业犻的男性劳动力数量，犕 是男性劳动力总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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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值在０到１００之间，能够反映男女在不同职业类型中分布的不平衡

程度。隔离指数的值越大，职业间总体性别隔离程度越严重。当隔离

指数为０，职业内部的男女比例大致相同，隔离基本上就被打破了；隔

离指数为１００，说明男性和女性分别被严格集中在男性职业和女性职

业，处于一种彻底的隔离状态。此外，隔离指数的值还表示需要有相应

百分比的女性（或男性）改变现有的职业，才能完全消除隔离。

标准化隔离指数　隔离指数的变化不只是由职业内部的性别构成

所导致，还受到职业相对规模的影响。例如，某一隔离程度高的职业规

模扩大时，即便职业内部的隔离保持不变，隔离指数也会变大（犑犪犮狅犫狊，

１９８９）。

为了测量排除职业相对规模影响的性别隔离程度，吉布斯（犌犻犫犫狊，

１９６５）提出了标准化隔离指数（狊犻狕犲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犻狕犲犱犻狀犱犲狓狅犳犱犻狊狊犻犿犻犾犪狉犻狋狔，

犇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犻狕犲犱）：

犇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犻狕犲犱 ＝１／２∑
狀

犻＝１

狘［（犠犻／犜犻）／∑
狀

犻＝１

（犠犻／犜犻）］

　　 －［（犕犻／犜犻）／∑
狀

犻＝１

（犕犻／犜犻）］狘×１００

其中，狀是职业的数量，犠犻 是职业犻的女性劳动力数量，犕犻 是职业犻

的男性劳动力数量，犜犻 是职业犻的男女劳动力总数。标准化隔离指数

反映的是，当职业的相对规模保持不变时，职业性别隔离的程度和变动

趋势。与隔离指数一致，它的值同样在０到１００之间。标准化隔离指

数的值越大，表明职业的性别隔离程度越严重。隔离指数和标准化隔

离指数是反映职业性别隔离的十分直观的指标。

隔离指数的分解　职业性别隔离存在两类性质的影响因素：职业

性别准入的变化和职业规模的变化。因此，职业性别隔离指数的变动

可被分解为两部分：一是职业内部性别构成的变化，二是不同职业类型

的规模变化（犅犾犪狌犪狀犱犎犲狀犱狉犻犮犽狊，１９７９）。这两部分对于不同年份之间

职业性别隔离的作用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职业内部性别构成的变化效应＝１／２ ∑
狀

犻＝１

狇犻１犜犻２

∑
狀

犻＝１
狇犻１犜犻２

－
狆犻１犜犻２

∑
狀

犻＝１
狆犻１犜犻

［
２

－∑
狀

犻＝１

狇犻１犜犻１

∑
狀

犻＝１
狇犻１犜犻１

－
狆犻１犜犻１

∑
狀

犻＝１
狆犻１犜犻

］
１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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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规模的变化效应＝１／２ ∑
狀

犻＝１

狇犻２犜犻１

∑
狀

犻＝１
狇犻２犜犻１

－
狆犻２犜犻１

∑
狀

犻＝１
狆犻２犜犻

［
１

－∑
狀

犻＝１

狇犻１犜犻１

∑
狀

犻＝１
狇犻１犜犻１

－
狆犻１犜犻１

∑
狀

犻＝１
狆犻１犜犻

］
１

×１００

其中，狆犻狋＝犠犻狋／犜犻狋，狇犻狋＝犕犻狋／犜犻狋。犠犻狋是狋年职业犻的女性劳动力数

量，犕犻狋是狋年职业犻的男性劳动力数量，犜犻狋是狋年职业犻的男女劳动

力总数。职业内部性别构成的变化效应指的是，当不同职业的规模保持

不变时，隔离的变化源于具体职业内部性别构成在不同年份间的变动；

当控制了职业内部的性别构成时，隔离变化的唯一来源就是不同职业类

别的规模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即职业规模的变化效应。必须说明的是，

这里是以初始年份的性别构成和职业规模为基准进行加权，权重的选择

并不影响研究结果。这两类效应相加并不一定等于两年之间隔离指数

的差，残差可以被看做两类效应的交互作用（犅犾犪狌犪狀犱犎犲狀犱狉犻犮犽狊，１９７９）。

２．职业的性别类型

为了简明需要，我们在本研究中还使用了性别类型职业（犵犲狀犱犲狉

狋狔狆犲犱狅犮犮狌狆犪狋犻狅狀狊）测量指标（犚犲狊犽犻狀，１９９３），它是基于各职业内部的女

性比例对所有职业进行分类。最为广泛接受的标准是将女性比例超过

７０％的职业称为“女性职业”（犳犲犿犪犾犲犱狅犿犻狀犪狋犲犱狅犮犮狌狆犪狋犻狅狀狊），女性比

例低于３０％的称为“男性职业”（犿犪犾犲犱狅犿犻狀犪狋犲犱狅犮犮狌狆犪狋犻狅狀狊），女性比

例处于３０％—７０％的是“中性职业”（犵犲狀犱犲狉犻狀狋犲犵狉犪狋犲犱狅犮犮狌狆犪狋犻狅狀狊）。

尽管这一指标无法像隔离指数那样精确计算隔离水平，但它能够反映

具体职业性别构成的变化，即哪些类型的职业在发生变化以及变化的

程度，从而揭示隔离水平变化的内在构成和特征。

接下来，本文将基于１９８２—２０１０年四次人口普查数据所建构的职

业数据库，计算隔离指数和性别类型职业，勾勒出在过去３０多年中国

职业性别隔离的程度及其变化趋势。

四、职业性别隔离水平的发展趋势

（一）职业性别隔离的总体水平

图１反映的是１９８２—２０１０年中国职业的性别隔离指数及其变化

趋势。首先，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始终存在性别隔离现象。１９８２年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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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隔离指数是１８．３，１９９０年是１８．１，２０００年略有上升，为１９．１，之后

上升趋势明显，到２０１０年隔离指数是２４．０，达到３０多年来的最高水

平。也就是说，在２０１０年，如果要消除职业的性别隔离，约２４％的男

性或女性需要改变现有的职业。

图１：１９８２—２０１０年职业的性别隔离指数

　　在全部职业的性别隔离整体上持续提高的同时，非农职业的性别

隔离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这与吴愈晓、吴晓刚（２００８）关于

１９８２—２０００年非农职业的性别隔离研究发现基本一致。具体来说，在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非农职业的性别隔离呈上升趋势，从１９８２年的４０．７

增加到１９９０年的４５．７，但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逐渐减小，到２０００年下降

为４１．３。本研究还进一步指出，自２０００年以来，非农职业的性别隔离

仍在下降，２０１０年为３７．１，是３０多年来的最低水平。这表明，在非农

职业领域，只有约３７％的男性或女性改变现有的职业才能消除职业的

性别隔离。

我们看到，职业性别隔离的总体水平和非农职业性别隔离的发展

趋势截然不同。正如前文所述，非农职业的性别隔离程度要远远高于

农业部门的职业性别隔离。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的产业结构不

断升级，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降低，第二、三产业发展迅速。

与此同时，大量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随着农业劳动人口

的锐减，中国全体职业的性别隔离程度不断提高，而非农职业性别隔离

在经历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上升期后持续下降。实际上，在控制了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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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规模后，标准化隔离指数也在不断下降。标准化隔离指数在１９８２年

是４１．４，１９９０年是４０．３，到２０００年下降到３３．１，２０１０年仅为２８．２，这

和非农职业性别隔离水平的变化趋势大致相同。

（二）职业性别隔离变化的分解

职业性别隔离指数的变化可以被分解为两部分：一是职业内部性

别构成的变化，二是不同职业类型的规模变化（犅犾犪狌犪狀犱犎犲狀犱狉犻犮犽狊，

１９７９）。表１呈现的是１９８２—２０１０年职业内部性别构成和职业规模两

大因素在隔离指数变化中的相对作用。我们首先来看全部职业的性别

隔离。全部职业的隔离指数在１９８２—１９９０年的变化很小，仅仅下降了

０．３，职业内部性别构成与职业规模都起到一定作用。从１９９０年以后，

隔离指数开始上升，到２０００年增加了１．０，这主要是职业规模的效应

（＋２．６）。隔离指数的上升趋势在２０００年以后体现得更为明显，到

２０１０年增加了４．９。尽管职业内部性别隔离在降低（－１．１），但职业规

模的变化在更大程度上导致了隔离指数的上升（＋６．５）。职业内部性

别构成与职业规模的交互效应在这三个时期都很小。

表１：１９８２—２０１０年职业性别隔离指数变化的来源

时期

全部职业

实际变化
性别构

成效应

职业规

模效应
交互效应

非农职业

实际变化
性别构

成效应

职业规

模效应
交互效应

１９８２—１９９０ －０．３ －０．３ －０．３ ＋０．３ ＋５．０ ＋３．７ ＋１．０ ＋０．３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１．０ －１．３ ＋２．６ －０．３ －４．４ －３．８ ＋０．３ －０．９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４．９ －１．１ ＋６．５ －０．５ －４．２ －３．８ －０．３ －０．１

　　在非农职业中，性别隔离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１９８２—

１９９０年，隔离指数变大（＋５．０），最主要的原因是职业内部的性别隔离

在上升（＋３．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隔离指数持续下降，在两个１０年间

分别下降了４．４和４．２。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职业内部的性别隔离

程度在降低，性别构成效应均是－３．８。这三个时期的职业规模效应和

交互效应都很小。

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全部职业的性别隔离水平在上升，主要是职

业规模的变化在起作用，即农业劳动力人口及其比例大幅度下降。其

中，隔离指数显著上升的拐点出现在２０００年，我们所计算的农业人口

（即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的数量及其比例正是在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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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这１０年间锐减，从６４．４％下降至４７．３％。５与此同时，第二、三

产业快速发展，非农职业规模和就业人口显著增加。其次，非农职业性

别隔离的变化主要源于职业内部性别构成的变化。具体表现是：在改

革开放最初的１０年间（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非农职业内部的男女构成失

衡，性别隔离程度有所上升；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今，非农职业内部的

性别分布日趋平衡，性别隔离水平持续下降。总的来说，无论是在全体

职业中，还是在非农职业中，性别构成的变化整体上减少了职业性别隔

离。由此，我们明确区分了职业结构的变化和性别构成的变化这两类

因素对职业性别隔离的影响。然而，性别构成的变化对我们理解性别

不平等是最有实质意义的。我们接下来主要借助职业的性别类型这一

常见的测量指标来考察职业内部性别构成的效应，特别是来解释非农

职业性别隔离变动的内在构成和特征。

五、职业性别类型的分布和变化

职业的性别类型是基于各职业内部的女性比例对所有职业进行分

类。通常来说，女性比例超过７０％的职业被称为“女性职业”；女性比

例低于３０％的被称为“男性职业”；而女性比例处于３０％和７０％之间

的是“中性职业”。通过分析这三类职业在不同时期的分布，以及具体

职业内部性别构成的变动，我们可以看到哪些职业在发生变化以及变

化的程度。

５．这里计算的是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这一职业大类的从业人员及其比例，数据来

自１９８２—２０１０年的四次人口普查数据。

（一）职业性别类型的分布

究竟是哪些职业发生了改变？具体是怎么改变的？表２是１９８２—

２０１０年职业性别类型的分布，非农职业共有１７２个。由表２可知，在

非农职业领域，男性职业和女性职业的数量自１９８２年以来不断减少。

男性职业从１９８２年的８２个下降至２０１０年的５３个，降幅较大；女性职

业从１９８２年的２１个降至２０１０年的９个；与此同时，中性职业的数量

大幅度上升，到２０１０年多达１１０个。分时期来看，在１９８２年，近一半

的职业都是男性职业；从１９９０年以后，中性职业在所有职业中的数量

和比重开始超过男性职业，２０１０年的比重高达６４．０％。女性职业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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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始终是最低的，并从１９９０年以后逐渐减少，２０１０年仅占５．２％。

表２：１９８２—２０１０年职业性别类型的分布 （犖＝１７２）

职业类型
１９８２

频次 频率（％）

１９９０

频次 频率（％）

２０００

频次 频率（％）

２０１０

频次 频率（％）

男性职业 ８２ ４７．７ ７２ ４１．９ ６０ ３４．９ ５３ ３０．８

中性职业 ６９ ４０．１ ７９ ４５．９ ９９ ５７．６ １１０ ６４．０

女性职业 ２１ １２．２ ２１ １２．２ １３ ７．６ ９ ５．２

　　相对规模的变化同样体现了这一趋势。图２显示，男性职业和女

性职业的人数占所有工作者的比例均有所下降。其中，男性职业下降

的幅度更大，１９８２年占４５．１％，到２０１０年减少了近１０个百分点，为

３６．６％。同时，中性职业的相对规模不断增加，从１９８２年的４３．９％增

加到２０１０年的５３．９％。总的来看，从改革开放以来，男性职业和女性

职业的数量和规模不断减少，中性职业持续增加，非农职业的男女分布

日趋平衡。

图２：１９８２—２０１０年职业性别类型的相对规模

　　我们接下来通过比较不同年份之间职业性别类型的分布来看职业

性别类型的变化趋势（见表３）。结果发现：１９８２—２０１０年，共有３９．５％

的职业在性别类型上发生了变化，最主要的变化是男性职业和女性职

业向中性职业的转变，分别有一半的男性职业和６１．９％的女性职业变

成了中性职业。另有近２０％的中性职业转变为男性职业和女性职业，

但几乎没有发生男性职业和女性职业之间的互换。

分时期来看，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共有１２．８％的职业类型发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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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分别有１５．９％的男性职业和１４．３％的女性职业转变为中性职业；

到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又有２６．７％的职业变成了中性职业，男性职业

中变化的比例有３１．９％，女性职业中的比例高达４７．６％；在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年，发生变化的比例共有１４．５％，男性职业和女性职业中的比例

分别是２０．０％和４６．２％。和上文所述一致的是，中性职业在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后增长迅速。而且，与男性职业相比，有更多的女性职业变

为中性职业。

表３：１９８２—２０１０年之间职业性别类型的变化（犖＝１７２）（％）

１９８２年
２０１０年

男性职业 中性职业 女性职业
合计

男性职业 ５０．０ ５０．０ ０．０ １００．０

中性职业 １５．９ ８１．２ ２．９ １００．０

女性职业 ４．８ ６１．９ ３３．３ １００．０

合计 ３０．８ ６４．０ ５．２ １００．０

　　总的来说，非农职业性别隔离的变化主要是职业内部性别构成变

化的结果，其具体表现就是职业性别类型逐渐走向中性化。非农职业

的中性化趋势主要出现在１９９０年以后，隔离指数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

下降的。

（二）职业性别类型的中性化

如上文所述，非农职业逐渐走向中性化是性别隔离程度不断下降

的具体体现。然而，具体是哪些职业，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对于

我们准确把握性别不平等是至关重要的。具体来说，男性职业的中性

化究竟是女性的进军，还是男性的撤退？女性职业的中性化究竟是男

性的占领，还是女性的退出？不同的答案代表了性别不平等逐渐弱化

或不断加剧这两个完全相反的趋势。

首先，对于男性职业的中性化，我们可以来看女性比例上升最快的

职业是哪些。如果是最好的职业，就说明女性进入了一些传统上以男

性为主、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职业，职业性别隔离水平的下降可以被认

为是性别不平等在减弱。相反，如果是不好的职业，就反映女性不过是

接管了那些男性为了追求更好职业而剩下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职

业，职业性别隔离水平的下降不仅不能被视为性别不平等在降低，反而

是性别不平等的又一种表现形式。我们通过职业的犐犛犈犐、声望和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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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中女性比例上升的变化率来回答这个问题。图３－１和图３－２分别

表明的是２０１０年与１９８２年两个年份间女性比例在不同的职业犐犛犈犐

和声 望 得 分 上 发 生 的 变 化。职 业 的 犐犛犈犐 是 由 甘 泽 布 姆 等

（犌犪狀狕犲犫狅狅犿，犲狋犪犾．，１９９２）对邓肯（犇狌狀犮犪狀，１９６１）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犇狌狀犮犪狀狊’犛犈犐）的改进，是基于职业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和收入计算而

来；职业声望是由唐启明（犜狉犲犻犿犪狀，１９７７）整合６０个国家的职业声望

量表编制而成。这两个指标代表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测量的两大维

度：社会经济维度和声望维度。如图３－１和图３－２所示，２０１０年与

１９８２年女性比例之比呈显著上升的职业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地位较高

图３－１：职业犐犛犈犐与１９８２—２０１０年女性比例之比

图３－２：职业声望与１９８２—２０１０年女性比例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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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业。其中，相比于职业的犐犛犈犐，这一特征在职业声望方面表现得

更为明显。也就是说，女性比例上升最快的是社会经济地位高的职业。

表４列举了１９８２—２０１０年女性比例变化增长最快的前十种职业。

由表４的上半部分可知，女性比例上升最快的１０个职业大多属于专业

技术类。这些职业在１９８２年全部是男性职业，但到了２０１０年有６个

变成中性职业。我们也看到，在从男性职业变为中性职业的４１类职业

中，近７０％都属于专业技术类。女性向白领职业扩张是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以来的发展趋势，尤其是在中高层白领职业中，女性比例上升尤为突

出（李春玲，２００９）。女性开始进入这些传统上以男性为主的生产活动，

一方面反映出男女分工和职业类型的一些传统观念被打破了。比如，

“消防人员”往往被认为是富有男性气质的职业，在１９８２年的女性比例

表４：１９８２—２０１０年女性比例相对变化最大的前十项职业

１９８２（％）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２０１０／１９８２

女性比例上升最大的职业

飞机人员和领航人员 ４．５ ６．５ ３８．０ ４６．７ １０．３２７

船舶指挥和领航人员 ０．９ ０．９ ２．１ ５．６ ６．２８０

消防人员 １．５ １．３ ４．５ ８．８ ６．０３４

家具、营建木工 ３．２ ３．４ ８．１ １６．６ ５．２５９

农业技术人员 ８．８ １３．１ ２６．２ ３６．７ ４．１９７

文艺创作和评论人员 ９．３ １４．７ ２７．２ ３９．０ ４．１９０

采购员和供销人员 １０．４ １６．５ ２７．１ ４１．８ ４．０３３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机构负责人 ５．７ ７．９ １２．９ ２０．３ ３．５７１

审判人员 １０．４ １４．８ ２５．５ ３３．４ ３．２２１

广播影视制品制作、播放及文物
保护作业人员

１２．５ １９．１ ３１．７ ４０．３ ３．２１１

女性比例下降最大的职业

车、船、飞机服务员 ６１．９ ６１．７ ３３．０ １９．１ ０．３０９

生活燃料供应工人 ５６．７ ４６．８ １９．２ ２２．５ ０．３９７

石棉等非金属矿制品制造工人 ６３．８ ５６．１ ２７．１ ２９．４ ０．４６０

矿物和石料处理工 ４８．９ ４３．７ ３２．２ ２５．５ ０．５２２

纸制品制作工人 ８３．０ ７８．５ ５９．６ ４９．５ ０．５９７

水泥及其制品制造工人 ３４．３ ３０．８ ２６．７ ２１．１ ０．６１４

塑料机械操作工 ７５．６ ７２．１ ５７．４ ４７．９ ０．６３５

印刷工人 ６０．９ ６２．５ ５０．２ ４０．０ ０．６５７

铸工 ２７．５ ２４．７ １９．２ １８．３ ０．６６５

废旧物资回收人员 ５０．２ ３０．７ ２９．０ ３４．２ ０．６８１

　　注：表４和表５列举的前十种职业都删除了“其他”类职业，如“其他飞机人员

和船舶人员”。这基于以下考虑：一方面，这类职业的意义不是十分明确；

另一方面，删除后的职业列举并未影响研究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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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为１．５％，到２０１０年上升至８．８％，增加了５倍。另一方面，女性受

教育水平的提高使她们有能力进入那些对人力资本要求高、市场回报

和社会声望也高的职业中去。例如，“国家机关及其工作机构负责人”

的女性比例从１９８２年的５．７％上升至２０１０年的２０．３％。

女性职业变为中性职业究竟是男性的占领还是女性的退出？我们

有必要看女性劳动力参与是否发生变化，也就是女性劳动力在各职业

中比例的变化。实际上，表４的下半部分报告了１９８２—２０１０年女性比

例相对下降最大的前十种职业。这些职业几乎全部属于第二产业（制

造业）。在１９８２年，这些职业大多属于中性职业，而在２０１０年基本都

成了男性职业。一种观点认为，传统的服务型职业是以女性为主，伴随

着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女性从第二产业流入第三产业，这可能带来一

些以男性为主的职业更加男性化，或更多的女性集中在传统的女性职

业（吴愈晓、吴晓刚，２００８）。我们统计了女性在所有职业中的比例以及

２０１０年与１９８２年的比率。表５报告的是１９８２—２０１０年间女性在所

有职业中的比例上升幅度最大或下降幅度最大的前十种职业。由表５

的上半部分可知，女性在专业技术类、服务业中的比重增幅最大；表５

的下半部分表明，女性在第二产业的职业类型中的比例显著减少。

从整体上来看，女性劳动力中的生产人员、运输人员和有关人员及

其比重不断减少，从１９８２年的５６．６％下降至２０１０年的３５．２％；商业、

服务业人员逐渐成为女性劳动力的主体，从１９８２年的１８．８％增加至

２０１０年的３８．８％，已经高于前者的比例。相应的，在生产人员、运输人

员和有关人员这一职业大类中，女性在四分之三左右的职业小类中的

比例都在减少；而女性在近８０％的商业、服务业职业中的比重增加。

除了商业、服务业，女性劳动力的分布也越来越集中在专业技术和办事

人员领域。从女性职业变为中性职业的１３类职业中，约一半都属于第

二产业的职业类型。总之，伴随着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女性劳动力的

确正在从制造业中流出，很大一部分都集中在商业、服务业领域，制造

业变得越来越男性化。从这个角度出发，女性职业的中性化反而是深

化了性别不平等。

综上所述，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性职业的数量和比重逐渐增

加，非农职业的中性化成为大势所趋。突出的表现是，一方面，有越来

越多的女性劳动力进入专业技术人员等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职业；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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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女性劳动力从制造业流向商业、服务业领域。前者与女性受教

育水平的提高和男女平等观念的深入密切相关，后者可能是产业结构

升级的结果。这些是中国非农职业的性别构成逐渐趋向于平衡分布，

性别隔离程度随之持续降低的具体体现。

表５：１９８２—２０１０年女性在各职业中比例变化最大的前十种职业

１９８２（‰）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２０１０／１９８２

女性在各职业中的比例上升最大

律师 ０．０１４ ０．０９７ ０．３１０ ０．４４７ ３１．１９３

飞机人员和领航人员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８ ０．０６７ ０．１３５ ２２．９１７

工艺美术品制作工人 ０．８２２ １４．９９４ ２２．１２０ １１．７９３ １４．３４６

法学研究人员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９ ０．０４７ ０．０８０ １１．８０５

记者 ０．０４２ ０．１４７ ０．４３７ ０．４９８ １１．７２５

采购员和供销人员 ３．７５４ １０．４０１ １４．６６９ ３０．５８４ ８．１４８

殡葬人员 ０．０２５ ０．０３６ ０．１３５ ０．１９１ ７．５６６

环境清洁卫生工人 ２．９５３ ３．００８ １０．７８１ ２２．０８８ ７．４８０

人民警察和公安保卫人员 ０．６８４ １．０５１ ５．６７６ ４．９３３ ７．２０８

机器装配人员 ３．０２５ ２．６４０ ２１．１４８ ２０．２００ ６．６７７

女性在各职业中的比例下降最大

铸工 ７．２８４ ３．８５６ ０．２６０ ０．１６６ ０．０２３

装卸工和有关设备操作工 １７．３８０ １１．０５３ １．６４８ ０．７８６ ０．０４５

船员 ３．１９１ ２．８６４ ０．７１５ ０．２１５ ０．０６７

砖瓦、石灰制造工人 １５．９５１ ６．３７４ ３．０６４ １．３６５ ０．０８６

中共中央委员会和地方

各级组织负责人
１．２８８ １．６０８ ０．５５６ ０．１１９ ０．０９３

石棉等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工人 １．９６２ １．３３４ ０．２９１ ０．２６１ ０．１３３

采盐工人 ０．８６９ ０．４９２ ０．３３２ ０．１２０ ０．１３９

印后制作工人 ３．６３８ ２．６１７ １．３３８ ０．５４８ ０．１５１

矿物和石料处理工 ３．３６９ ２．６０８ １．１４８ ０．６２０ ０．１８４

农副产品收购人员 ０．９５８ １．３７８ ０．５８８ ０．２０８ ０．２１７

　　注：这里计算的是女性在所有职业中分布的比例，以及２０１０年与１９８２年相应

比例的比率。鉴于数字较小，故取值为千分数。

六、结论与讨论

利用１９８２—２０１０年中国四次人口普查数据，采用详尽、统一的职

业分类系统，我们得以克服已有研究在方法上的不足，对中国经济改革

至今的职业性别隔离水平及其变化趋势有了一个比较准确的把握，明

确区分职业结构的变化和性别构成的变化两类影响因素来探索职业性

别隔离变化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点研究发现：

首先，职业性别隔离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始终存在的现象。其中，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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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总体的性别隔离程度自１９８２年至今持续上升，非农职业的性别隔离

则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前者主要是职业规模的效应，具体而

言，就是农业劳动力人口及其比重锐减，而农业部门的职业性别隔离要

远远低于非农职业的性别隔离。后者则是职业内部性别构成的效应，

也就是非农职业内部的性别隔离程度上升或下降所导致的。

其次，非农职业性别隔离的上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前１０年

（１９８２—１９９０）。主要原因是这一时期非农职业内部的性别隔离提高。

也就是说，职业内部的男女分布更加不平衡。这一时期的主导因素可

能是从再分配向市场化的转型———在市场化初期，国家保护机制骤然

消失，劳动力市场配置起了主导作用，女性劳动力在就业竞争中处于弱

势地位。

在随后的２０年间（１９９０—２０１０），非农职业的性别隔离程度不断下

降。这主要是因为非农职业内部的性别隔离在降低。其表现就是大量

男性职业和女性职业向中性职业转变，中性职业的数量、比重及相对规

模不断增加。到２０１０年，大多数非农职业都已经是中性职业，即职业

内部的男女构成趋向平衡分布。

第三，尽管职业性别类型的中性化是性别隔离水平不断下降的具

体表现，但这并不等同于性别不平等的弱化。一方面，男性职业的中性

化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女性的进军，也就是说，大量女性进入传统上的

男性职业。这些职业对人力资本的要求较高，社会经济地位也相对较

高。这不仅说明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教育获得性别差异的缩小降

低了男女人力资本的差距，使女性得以进入上述职业，同时也反映性别

分工的一些传统观念被打破。另一方面，伴随着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

商业、服务业人员成为女性劳动力的主体，而某些制造业职业更加男性

化，这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加深了性别不平等。

通过以上这些研究结果，我们证实职业结构的变化是影响职业性

别隔离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进行职业性别隔离的历时性比较时，绝

不能脱离对劳动力市场的整体考察。更重要的是，我们明确区分了职

业结构的变化和性别构成的变化这两类因素对职业性别隔离的影响，

后者对我们认识性别不平等更有实质意义。

还要指出的一点是，本研究使用的是人口普查数据，无法对所列举

的不同因素对中国职业性别隔离及其变化的影响作严格的检验。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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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隔离的上述影响因素究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考虑到职业性别隔

离对于性别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职业性别类型的中性化是否会带来职

业回报的变化？是否会减少收入差距？这些都有待更加详尽的数据和

相关的后续研究来证实，并进一步推进职业的性别隔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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犎狅狌狋，犕犻犮犺犪犲犾犪狀犱 犜犺狅犿犪狊 犃．犇犻犘狉犲狋犲．２００６．“犠犺犪狋 犠犲 犎犪狏犲 犔犲犪狉狀犲犱：犚犆２８’狊

犆狅狀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狊狋狅 犓狀狅狑犾犲犱犵犲 犪犫狅狌狋 犛狅犮犻犪犾 犛狋狉犪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犚犲狊犲犪狉犮犺 犻狀 犛狅犮犻犪犾

犛狋狉犪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犕狅犫犻犾犻狋狔２４（１）：１－２０．

犑犪犮狅犫狊，犑犲狉狉狔 犃．１９８９．“犔狅狀犵犜犲狉犿 犜狉犲狀犱狊犻狀 犗犮犮狌狆犪狋犻狅狀犪犾犛犲犵狉犲犵犪狋犻狅狀 犫狔 犛犲狓．”

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狔９５（１）：１６０－１７３．

犕犪狋狋犺犲狑狊，犚犲犫犲犮犮犪犪狀犱犞犻犮狋狅狉犖犲犲．２０００．“犌犲狀犱犲狉犐狀犲狇狌犪犾犻狋狔犪狀犱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犌狉狅狑狋犺犻狀

犚狌狉犪犾犆犺犻狀犪．”犛狅犮犻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犚犲狊犲犪狉犮犺２９（４）：６０６－６３２．

犕犻犮犺犲犾狊狅狀，犈狋犺犪狀犪狀犱犠犻犾犾犻犪犿犔．犘犪狉犻狊犺．２０００．“犌犲狀犱犲狉犇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犻犪犾狊犻狀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犛狌犮犮犲狊狊：

犚狌狉犪犾犆犺犻狀犪犻狀１９９１．”犐狀犚犲犇狉犪狑犻狀犵犅狅狌狀犱犪狉犻犲狊：犌犲狀犱犲狉，犎狅狌狊犲犺狅犾犱，犪狀犱犠狅狉犽

犻狀犆犺犻狀犪，犲犱犻狋犲犱犫狔犅犪狉犫犪狉犪犈狀狋狑犻狊犾犲犪狀犱犌犪犻犾犎犲狀犱犲狉狊狅狀．犅犲狉犽犲犾犲狔：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

犆犪犾犻犳狅狉狀犻犪犘狉犲狊狊．

犕犻狀犮犲狉，犑犪犮狅犫．１９７４．犛犮犺狅狅犾犻狀犵，犈狓狆犲狉犻犲狀犮犲，犪狀犱犈犪狉狀犻狀犵狊．犖犲狑犢狅狉犽：犆狅犾狌犿犫犻犪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

犘狉犲狊狊．

犘犪狉犻狊犺，犠犻犾犾犻犪犿犔．犪狀犱犛犪狉犪犺犅狌狊狊犲．２０００．“犌犲狀犱犲狉犪狀犱犠狅狉犽．”犐狀犆犺犻狀犲狊犲犝狉犫犪狀犔犻犳犲

狌狀犱犲狉犚犲犳狅狉犿，犲犱犻狋犲犱犫狔 犠犲狀犳犲狀犵 犜犪狀犵犪狀犱 犠犻犾犾犻犪犿 犔．犘犪狉犻狊犺．犖犲狑 犢狅狉犽：

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犘犲狋犲狉狊犲狀，犜狉狅狀犱犪狀犱 犔犪狌狉犻犲 犃．犕狅狉犵犪狀．１９９５．“犛犲狆犪狉犪狋犲犪狀犱 犝狀犲狇狌犪犾：犗犮犮狌狆犪狋犻狅狀

犈狊狋犪犫犾犻狊犺犿犲狀狋犛犲狓犛犲犵狉犲犵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狋犺犲犌犲狀犱犲狉犠犪犵犲犌犪狆．”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

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狔１０１（２）：３２９－３６５．

犘犺犲犾狆狊，犈犱犿狌狀犱犛．１９７２．“犜犺犲犛狋犪狋犻狊狋犻犮犪犾犜犺犲狅狉狔狅犳犚犪犮犻狊犿犪狀犱犛犲狓犻狊犿．”犜犺犲犃犿犲狉犻犮犪狀

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犚犲狏犻犲狑６２（４）：６５９－６６１．

犘狅犾犪犮犺犲犽，犛狅犾狅犿狅狀犠犻犾犾犻犪犿．１９８１．“犗犮犮狌狆犪狋犻狅狀犪犾犛犲犾犳犛犲犾犲犮狋犻狅狀：犃犎狌犿犪狀犆犪狆犻狋犪犾犃狆狆狉狅犪犮犺

狋狅犛犲狓 犇犻犳犳犲狉犲狀犮犲犻狀 犗犮犮狌狆犪狋犻狅狀犪犾犛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犜犺犲 犚犲狏犻犲狑 狅犳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狊犪狀犱

犛狋犪狋犻狊狋犻犮狊６３（１）：６０－６９．

犚犲狊犽犻狀，犅犪狉犫犪狉犪．１９９３．“犛犲狓犛犲犵狉犲犵犪狋犻狅狀犻狀狋犺犲犠狅狉犽狆犾犪犮犲．”犃狀狀狌犪犾犚犲狏犻犲狑狅犳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狔

１９：２４１－２７０．

犛犺狌，犡犻犪狅犾犻狀犵．２００４．“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犌犲狀犱犲狉犈犵犪犾犻狋犪狉犻犪狀犻狊犿：犜犺犲犆犪狊犲狅犳犆犺犻狀犪．”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狔狅犳

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７７（４）：３１１－３３６．

犛犺狌，犡犻犪狅犾犻狀犵．２００５．“犕犪狉犽犲狋犜狉犪狀狊犻狋犻狅狀犪狀犱犌犲狀犱犲狉犛犲犵狉犲犵犪狋犻狅狀犻狀犝狉犫犪狀犆犺犻狀犪．”犛狅犮犻犪犾

犛犮犻犲狀犮犲犙狌犪狉狋犲狉犾狔８６：１２９９－１３２３．

犛犺狌，犡犻犪狅犾犻狀犵犪狀犱犢犪狀犼犻犲犅犻犪狀．２００３．“犕犪狉犽犲狋犜狉犪狀狊犻狋犻狅狀犪狀犱犌犲狀犱犲狉犌犪狆犻狀犈犪狉狀犻狀犵狊犻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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犝狉犫犪狀犆犺犻狀犪．”犛狅犮犻犪犾犉狅狉犮犲狊８１（４）：１１０７－１１４５．

犛犺狌，犡犻犪狅犾犻狀犵犪狀犱犢犻犳犲犻犣犺狌．２０１２．“犝狀犲狏犲狀犜狉犪狀狊犻狋犻狅狀狊：犆狅犺狅狉狋犪狀犱犘犲狉犻狅犱狉犲犾犪狋犲犱犆犺犪狀犵犲狊

犻狀犌犲狀犱犲狉犃狋狋犻狋狌犱犲狊犻狀犆犺犻狀犪：１９９５－２００７．”犛狅犮犻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犚犲狊犲犪狉犮犺４１（５）：１１００－

１１１５．

犛狋狉狅犫犲狉，犕狔狉犪犎．１９８４．“犜狅狑犪狉犱犪犌犲狀犲狉犪犾犜犺犲狅狉狔狅犳犗犮犮狌狆犪狋犻狅狀犪犾犛犲狓犛犲犵狉犲犵犪狋犻狅狀：犜犺犲

犆犪狊犲狅犳犘狌犫犾犻犮犛犮犺狅狅犾犜犲犪犮犺犻狀犵．”犐狀犛犲狓犛犲犵狉犲犵犪狋犻狅狀犻狀狋犺犲犠狅狉犽狆犾犪犮犲：犜狉犲狀犱狊，

犈狓狆犾犪狀犪狋犻狅狀狊，犚犲犿犲犱犻犲狊，犲犱犻狋犲犱犫狔犅犪狉犫犪狉犪犉．犚犲狊犽犻狀．犠犪狊犺犻狀犵狋狅狀，犇．犆．：犖犪狋犻狅狀犪犾

犃犮犪犱犲犿狔犘狉犲狊狊．

犜犺狅狉狀狋狅狀，犃狉犾犪狀犱，犠犻犾犾犻犪犿犌．犃狓犻狀狀，犪狀犱犢狌犡犻犲．２００７．犕犪狉狉犻犪犵犲犪狀犱犆狅犺犪犫犻狋犪狋犻狅狀．

犆犺犻犮犪犵狅：犜犺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犆犺犻犮犪犵狅犘狉犲狊狊．

犜狉犲犻犿犪狀，犇狅狀犪犾犱犑．１９７７．犗犮犮狌狆犪狋犻狅狀犪犾犘狉犲狊狋犻犵犲犻狀犆狅犿狆犪狉犪狋犻狏犲犘犲狉狊狆犲犮狋犻狏犲．犖犲狑

犢狅狉犽：犃犮犪犱犲犿犻犮犘狉犲狊狊．

犜狉犲犻犿犪狀，犇狅狀犪犾犱犑．２０１３．“犜狉犲狀犱狊犻狀 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犪犾犃狋狋犪犻狀犿犲狀狋犻狀 犆犺犻狀犪．”犆犺犻狀犲狊犲

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犚犲狏犻犲狑４５（３）：３－２５．

犜狉犲犻犿犪狀，犇狅狀犪犾犱犑．犪狀犱犎犲犻犱犻犎犪狉狋犿犪狀狀．１９８１．犠狅犿犲狀，犠狅狉犽，犪狀犱犠犪犵犲狊：犈狇狌犪犾犘犪狔

犳狅狉犑狅犫狊狅犳犈狇狌犪犾犞犪犾狌犲．犠犪狊犺犻狀犵狋狅狀，犇．犆．：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犃犮犪犱犲犿狔犘狉犲狊狊．

犡犻犲，犢狌，犆犺狌狀狀犻犣犺犪狀犵，犪狀犱犙犻狀犵犔犪犻．２０１４．“犆犺犻狀犪’狊犚犻狊犲犪狊犪犕犪犼狅狉犆狅狀狋狉犻犫狌狋狅狉狋狅犛犮犻犲狀犮犲

犪狀犱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犘狉狅犮犲犲犱犻狀犵狊狅犳狋犺犲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犃犮犪犱犲犿狔狅犳犛犮犻犲狀犮犲狊狅犳狋犺犲犝狀犻狋犲犱

犛狋犪狋犲狊狅犳犃犿犲狉犻犮犪１１１（２６）：９４３７－９４４２．

犣犲犾犾狀犲狉，犎犪狉狉犻犲狋．１９７５．“犜犺犲 犇犲狋犲狉犿犻狀犪狀狋狊狅犳 犗犮犮狌狆犪狋犻狅狀犪犾犛犲犵狉犲犵犪狋犻狅狀．”犐狀 犛犲狓，

犇犻狊犮狉犻犿犻狀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狋犺犲犇犻狏犻狊犻狅狀狅犳犔犪犫狅狉，犲犱犻狋犲犱犫狔犆．犅．犔犾狅狔犱．犖犲狑犢狅狉犽：

犆狅犾狌犿犫犻犪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犣犺犪狀犵，犢狌狆犻狀犵，犈犿犻犾狔犎犪狀狀狌犿，犪狀犱犕犲犻狔犪狀犠犪狀犵．２００８．“犌犲狀犱犲狉犅犪狊犲犱犈犿狆犾狅狔犿犲狀狋犪狀犱

犐狀犮狅犿犲犇犻犳犳犲狉犲狀犮犲狊犻狀犝狉犫犪狀犆犺犻狀犪：犆狅狀狊犻犱犲狉犻狀犵狋犺犲犆狅狀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狊狅犳犕犪狉狉犻犪犵犲犪狀犱

犘犪狉犲狀狋犺狅狅犱．”犛狅犮犻犪犾犉狅狉犮犲狊８６（４）：１５２９－１５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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